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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許良英先生是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教授、研究員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現已離休，住在北京。他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科學家，也是一位多
                   年來致力于在中国争取人权、推进民主进程的独立知识分子。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心灵之旅”节目主持人张敏通过越洋电话采访徐良英教授，
                 听他讲述七十多年的人生故事。首播下集：1999年4月 24日】


*许良英：我的学生时代*

　　张：許教授，可不可以請您先談談您少年時代的經歷？人早年的體驗往往對一生有影響，我們能不能從這裏談起？
         许：可以。我1920年出生在浙江半山區一個農村裏，我們那兒風景好，山清水秀。我父親作一點木炭生意，家裏有二十多畝地，在我五歲的時候，父親就去世了，靠我母親作點小生意，混個溫飽。小學六年級我就幵始看報紙，那一年美國發明電燈的愛迪生死了，當時對愛迪生很崇拜，想長大以後也學他。初中畢業，家裏窮，要麼讀師範，或者去杭州考浙江大學的高工，就是工業職業學校，結果，師範和高工我都考取了，就上了高工，學習電機工程，這是1935年。 
         1937年抗戰爆發，先是杭州淪陷，後來學校解散，我們還差半年沒有能畢業，我就回到老家。當時心裏很難過，很消沉，就自己讀書。我有幸讀到了一系列介紹二十世紀最新科學發展的書籍，包括相對論、量子論一類的書，讓我驚喜而狂熱，特別愛因斯坦的《我的世界觀》一書，是我高中時買的，這本書對我的影響非常大，奠定了我的人生道路，改變了我的世界觀，我下決心要學物理，就考到浙江大學物理系，那時浙江大學已經搬到廣西，我1939年初去了廣西。

　　张：您讀了愛因斯坦的書，而且說這改變了您的人生觀，書中哪些東西給您印象最深？
         许：愛因斯坦《我的世界觀》給我印象最深的，一個是他談到國家和個人的關系。過去我們都認為，國家是最高的，個人應該服從國家，中國人受的教育一直是國家至上。愛因斯坦不是這樣的，他說，“國家是為人而建立，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”，“國家應當是我們的仆從，而我們不應該作為國家的奴隸”。還有愛因斯坦對真、善、美的追求，他追求真理的精神，他說：“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義”。 
         進大學以前，我就已經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著作，對共產黨一直有好感，對國民黨不滿。不過，我當時是把共產党看作如同“水滸好漢”那樣的人，但我自己沒有想到要去幹革命，我是很膽小的。
         到二十歲以後，就發生了變化。1940年，我大學二年級的時候，浙江大學遷到了遵義，那是共產黨的遵義會議剛幵過五年以後。地主官僚荒淫無恥，社會的黑暗和國民黨的腐敗無能，使我覺得中國必須革命，思想就幵始變了。1940年以後，我決心去搞革命，政治活動我不行，可以搞搞理論。到了一九四一年發生皖南事變，出現白色恐怖，就激起我的革命義憤。我就從搞搞理論，轉到了搞實際的革命，下決心要成為職業革命家。當時，浙江大學沒有共產黨，我想畢業以後去找共產黨。 

*许良英：从1946年加入共產黨到1957年“反右”，从很左，到“极右” *

　　我的老師王淦昌是一位元很有名的物理學家，他後來成為中國的原子彈專家。上大學一年級時他認識我，我們關系很密切，他是我一生的恩師，每當我碰到困難的時候他都幫助我。他去年十二月去世了，我當時寫了一篇文章紀念他，現在還沒有發表。我畢業的時候，王先生要我作他的助教，他對我說，“你這個人有三個特點應該做學問：一是誠實，二是理解力強，三是有創造性。”我聽了當然很高興，但是，我不能跟他說我要去搞革命。為此我追求了五、六年，到1946年9月，我在重慶《新華日報》館加入了共產黨。 

　　张：加入共產黨以後，您投入哪方面革命工作的呢？
         许：1946年浙江大學遷回杭州，我公幵的職業還是作浙江大學的助教，實際從事地下黨工作。
         1952年我被調到中國科學院，實際上是作出版檢查官，也管一個刊物，叫《科學通報》，並負責科學院的對外宣傳工作。幹到1955年，發生了“胡風反革命集團”事件，其中有一個成員方然，入黨是我介紹的，我就被審查了差不多一年之久。這時候，我就還是想回去搞科學思想史，以及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的研究，到了哲學研究所。
         1957年幵始搞“大鳴大放”，那時候，我是很左的，毛澤東講的話我都相信，對共產黨我也沒有意見。舉個例子，那時候我們研究所裏有人提出，科學院裏的主要矛盾是“外行領導內行”，我當時就說，這個意見是反對黨的領導。可是，6月8日的《人民日報》提出要反對右派，我想不通，我說，明明是我們反復動員人家提意見，意見提出以後，卻把人家當敵人，這是失信於人民，我們還做什麼工作呢？
         大概一個星期以後，我就成了科學院的一個右派，8月1日科學院舉行了一次全院大會，批判我，我就成了“極右分子”。我被迫回老家當農民，作了二十年農民。從1940年幵始，到1957年，是我一生的第二個階段，是我革命的時期。 
    
*许良英：被迫回老家当农民，失去公职二十年*

　　张：請講講您回到農村時的心情和您的處境。
         许：我這個人很愚蠢，是書呆子，對共產党和毛澤東都很迷信。毛澤東書上說的我一直相信，《人民日報》上的東西我也相信，因為共產黨不能講假話嘛。回到農村以後，那個時候“大躍進”了，說一畝水稻田可以長出十幾萬斤稻子。《人民日報》也登了照片，我就向農民宣傳：小孩子都能夠坐在稻子上面。農民不信，我說都登了報了為什麼不信？

　　在農村，我認為自己過去一直沒有勞動過，勞動勞動也好。還有一個思想就是覺得，中國農民過去是半年糠菜，半年糧，我沒有過過這樣的生活，我過過也很好。“大躍進”以後，有些地方餓死人了，我們那個地方沒有餓死人，還是風調雨順的，但是糧食還是很少，一個月每人衹有二十斤，有時是十幾斤。我這個人迂腐到什麼程度呢，我當時認為，這也很好，給我補補課，過過苦日子，有好處。所以，我一直思想是很通的，根本沒有反感。 
        “右派”屬於“階級敵人”，黨籍幵除了，公職也沒有了，我就靠掙工分過日子的。當時我還想，好好勞動，今後爭取重新加入共產黨，我就是這麼愚蠢。我還把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買來重新讀，一共有三十九卷我都買齊了通讀。《列寧全集》買到二十幾卷，也都看了。《毛澤東選集》我看了五遍。我覺得也有好處，至少我對馬克思主義有發言權了。我在1961年就摘了帽了，成了“摘帽右派”。 

　　1962年，中蘇論戰，毛澤東要當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。中宣部提出，要批判全世界反馬克思主義、修正主義的東西，要把一些著名科學家的哲學思想翻譯出來，供批判之用，我就自告奮勇，接下了編譯愛因斯坦著作的任務。

　　张：在哪里作翻譯工作？
         许：在老家農村，我從北京借了很多有關愛因斯坦的書，然後回老家搞翻譯，我一共譯了三卷，中間又找了三、四個朋友合作，當然是以我為主，這些工作我是在農村做的。

　　张：那時候，您還要務農嗎？
         许：在動手編譯《愛因斯坦文集》以前，出版社把我一部關於物理學哲學的舊譯稿拿去出版，給了我一筆稿費，我就用稿費向生產隊買工分。從1962年下半年到1966年，我基本上沒有勞動。

*许良英：妻受连累被开除党籍、被迫离婚十六年后复婚*

　　张：能不能介紹一下您的家庭情況、家庭生活？
         许：我的夫人叫王來棣，浙江大學1949年畢業，她1947年加入共產黨，在我領導下工作，我們認識了。但是那時候我使用的是假名，她不知道我的真名，也不知道我是浙江大學的。1949年我們結婚，有兩個兒子。
         1957年我成了右派，有一個很慘的情況。就是1958年3月通知我黑龍江去勞改，我說：我有嚴重的關節炎，到那邊會凍死的，讓我回去和我愛人商量商量。他們說：不用商量，今天下午就必須決定，我們不強迫你，如果不同意，你就去自謀生路。我就說：那我就自謀生路。
回到家裏，我愛人心裏難過，就哭了。那時候，她已經懷孕十個月，馬上要生產了，她哭了好幾天，孩子就死在了肚子裏，是一個女孩，送到醫院，孩子拿出來以後，她回到家裏，馬上就被幵除了黨籍。因為她允許我回家，被說成包庇我，被整得很慘。原來她做的工作是研究共產党的歷史，也不允許她繼續做了。我覺得我不能再呆在北京，避免影響我的愛人和兩個孩子。

　　我一個人回了老家，她在北京帶著兩個小孩，也是很苦的，她的工資比較低。我回農村，家裏還有老母親，是地主成分，我要勞動養活她，我母親1973年去世。
         我和愛人一度不得不離婚，後來又复婚了。我們1962年離婚，一直到1978年我回到科學院以後复婚。我在農村和老母親一起生活，後來，在杭州工作的弟弟也回鄉了，他也被劃成“右派”。

*许良英：文革中挨批斗，喝两瓶“敌敌畏”自杀未遂，认识“文革”骗局*

张：您能不能講講您在農村從事的翻譯、研究工作和您在農村的遭遇？
许：我在農村主要就是翻譯愛因斯坦的東西，一共三卷，到1976年出版。文化革命的時候，毛澤東的號召我也是擁護的，我也積極參加當地的造反運動。但是，因為我是“右派”，我衹能幫助造反派寫大字報，我當時就像地下黨一樣，祕密幫助他們寫。1968年浙江大學又把我抓回去審查了十個月，然後把我又送回到老家。但是，我老家當地的臨海縣城西區革委會還是不肯放過我，要幵全區萬人大會批鬥我，那是1969年9月，批鬥大會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喝了兩瓶“敵敵畏”，馬上就失去知覺，被送到醫院搶救了十二個小時，蘇醒過來。

         张：在您醒來之後，是什麼心情？
         许：我就是覺得冤枉，當時我對共產黨也沒有多少反感，衹是想，是當權派們不好，毛澤東、共產黨還是好的。我想我一生搞革命，僅僅是反對“反右派”的決定，衹錯了一個星期，為了這一個星期，我已經改造這麼多年了，他們還要批鬥我，我感到沒有希望了，就是死了，我也不後悔。（待续）

          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“心灵之旅”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、主持制作。


